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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之诉与耕读之说 

——兼说江西稻作文化 

彭兆荣 

【摘 要】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昭示天下的国家，“社稷”为其形象表述。农业文明以“禾谷”为重、为先，

这不独为粮食生产之故，亦为文化之重。中国稻作技术引领世界，南方不仅是世界稻谷栽培起源之地，栽培技术亦

领先于世。古代传统的“耕读传家”构成了乡土社会重要的表述范式。无论是嘉禾之诉还是耕读之说，江西皆可为

范。今天，中国正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继承厚重的农耕文明遗产，我辈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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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传统的国家，“禾谷”无论是作为耕作对象，即人民果腹的粮食生产，还是作为国家“社稷”的政治性

代称，抑或“和谐”（“和”者从“禾”）的社会伦理目标和秩序维持，皆与之有关。故，从古至今，“国政”之“大政”从“农

正”中来。《说文解字》释：“正，是也。”《说文解字》又释：“政，正也。”“正”也是官名，《尔雅·释诂》：“正、伯，长也。”

郭璞注：“正、伯，皆长官也。”
［1］（P167）

这样，农业—政治—社稷的逻辑关联清晰地链接起来。这些都昭示了“嘉禾”无可替代的

功能、作用、价值和符号意义。 

值得特别一说的是，稻作文明起源于中国。稻作是南方的主要农业生产产品，而江西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也带动

了历史上江西耕读传统的繁盛。然，笔者认为，学界对个中诸关系，包括南方稻作文化、耕读传家范式、“耕”与“读”之间的

内在关联，或三者之间的轻重失衡问题，都缺乏深入研究，有些问题的研究非常薄弱，比如农业知识与儒家学说之间的关系等。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乡村振兴战略”，我们需要对农业传统有足够的认知和了解，包括对中国历史上的农耕、农事、农作、

农具、农史、农著等的全面研究，这对当代“三农”的转型、创新和提升都有所助益。反之，如果对耕读传统缺乏精细的了解，

我们便不能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农业文化遗产，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亦愧对“社稷”，因为“社稷”就是指在土地上耕种粮

食的国家。 

一、嘉禾与中和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以农耕为本。中式农耕文明的机理是“天时地利人和”之“三才”相互配合默契，并始终贯彻融汇于

整个中华文明的遗产之中。其中至为重要的政治伦理之理想固为“中和”，《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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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与“嘉禾”——“禾-和”相生相属。《说文》曰：“禾，嘉谷也。以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之中和，故谓之禾。禾，木也，

木王而生，金王而死。”
［2］（P71）

由是可知，中华文明之“天地人和”的宇宙观与农耕互证。 

“禾”有泛指和特指之分，泛指为谷类的总称，特指为稻子。甲骨文“禾” 的文字形象似垂穗的庄稼，该字的下面即“木”

形代表植物，上面是下垂的穗子形象。有的甲骨文将此下垂的穗子形象简化成一曲笔。就形象而言，可知“禾”象禾苗之形，

上象禾穗叶，下象茎与根。
［3］（P777）

造字本义：结穗的谷类作物的总称。在古代，“禾”与“谷”常常连用，属于“稷”的范畴。《齐

民要术·种谷》云：“谷，稷也，名粟。谷者，五谷之总名，非指谓粟也。然今人专以稷为谷，望俗名之耳。”《尔雅》曰：“粢，

稷也。”《说文》曰：“粟，嘉谷实也。”郭义恭《广志》曰：“有赤粟、白茎，有黑格誉粟，有张公斑，有含黄仓，有青稷，有雪

白粟，亦名白茎。又有白蓝下、竹头茎青、白逮麦、擢石精、卢狗蹯之名种云。”郭璞注《尔雅》曰：“今江东呼稷为粢。”孙炎

曰：“稷，粟也。”
［2］（P47-48）

 

“禾”的特指是稻米。中国幅员广阔，南北的地理地貌差异甚殊。而粮食作物种植和生产的前提是“土地”。以中国之情形，

北方“旱地”，南方“湿地”，农业作物自然不同；故人们常说“北方麦作/南方稻作”。相比较而言，稻和粟，虽然一个被称为

大米，一个被称为小米；一个产自南方，一个产自北方（当然不能绝对言之，北方也有水稻种植的考古证据和历史记述，即使

在今天，北方有些地方仍然种植水稻），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些共通的地方：稻在南方，和粟在北方一样，也被称为“禾”或“谷”。

汉字中的“禾”，更多的时候指的是植株；谷，则是稻所结之实。谷脱壳之后，称为“米”。只是由于稻米的颗粒较粟米大，所

以称稻米为大米，称粟米为小米。
［4］（P3）

“稻”作为粮食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稻在五谷之外，稻列五谷之

中，稻成五谷之首。
［5］（P23）

 

农耕文明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这里涉及时间和空间两个重要维度。比如在汉代以前，中国农业主要的谷物食物是稷、黍、

麦和稻。稷和黍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作物，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它们一直是中国人的主要食物。只是到了战国时期，麦和粟才

获得了基本食粮的地位。稻米主要限于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那里多沼泽的地形为人们提供了水源充足的天然稻田。因此，

在中国北方，也就是曾经的“中原”所指的范围，即“一点四方”之“中”，主要作物为旱作物，水利对于它们不像对种植水稻

那样重要。
［6］（导论，P3）

至于交流方面，稻谷起源于中国，而小麦、大麦为外来作物，中国古代谷物从“禾”旁，唯“麦”从“来”

旁，说明其为外来。
［7］（P28）

从西域来的物种，古代通称“胡”。
［7］（P47）

大约 4000 年前，小麦从西亚传入了中国，并在中原腹地推广，

因为小麦产量是粟的数倍，小麦逐渐替代粟成为整个中国北方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
［5］（P24）

 

“天时地利人和”，在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传统社会里，纪时至为重要。而最具代表的表述为农历。有意思的是，它与嘉禾

生长有涉。众所周知，农历以“天时与地辰”为依据编列而成，其中“年”为四季的总括。中国古代的“年”是根据天时与地

利的协作配合而产生的，其基本的结构因素之一是农作物。甲骨文“年”属“禾族”，甲骨文的“年” 即禾（借代谷物）加人

（农人）构成的，表示农人载谷而归。造字本义：将收获的谷物搬运回家。“年”在古时亦写作“秊”，《说文解字》：“秊，谷孰

也。从禾，千声。《春秋传》曰：‘大有秊。’”即年指的是禾谷成熟。《春秋传》说：“大有收成。”《诗·周颂·丰年》有：“丰年

多黍多秊。”可知，一年四季的最终“评估”依据是农作物的成熟和丰收。 

所以总体上说，古代的物候计时体系就是根据天时与农事的关系形成的；具体而言，“天时”与“物候”之间相互参照和对

照。所以，天象，特别是星辰的变化成为早期人们观察和观测的重要对象，因为天象与天时是契合的。比如，人们在长期的观

测中发现，某些恒星出现在天空中不同的方位，与气候的季节变化规律吻合，如北斗星座，“斗柄东向，天下皆春；斗柄南向，

天下皆夏；斗柄西向，天下皆秋；斗柄北向，天下皆冬”（《鹖冠子·环流》），俨然一个天然的大时钟。
［7］（P126-128）

二十四节气就是

天时与地辰协调的农耕指南，“天时”与“地利”相互言表。“二十四节气的形成过程，是中国古人立足于大地对于太阳周年运

行规律的不断演化过程。”
［8］（P2）

 

“禾-和”之于农业文明，首先与土地关涉。“和”从“禾”，“禾”根植于土地；农耕之本在乎地，“和土”故为首先。在农

学范畴，“和土”指“土壤达到肥瘠、刚柔、燥湿适中的最佳状态”
［7］（P138）

，所以，“和土”对于农业来说至为重要。“凡耕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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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趣时，和土。”“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阴气始盛，土复解。夏至后九十日，昼夜分，天地气和。

以此时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皆得时功。”“春地气通，可耕坚硬强地黑垆土，辄平摩其块以生草，草生复耕之，天有小

雨复耕和之，勿令有块以待时。所谓强土而弱之也。“春候地气始通：□橛木长尺二寸，埋尺，见其二寸；立春后，土块散，上

没橛，陈根可拔。此时二十日以后，和气去，即土刚。以时耕，一而当四；和气去耕，四不当一。”
［2］（P36-37）

由此可知，我们今天

所说的“和”（和谐、和平等）都是建立在“和土-嘉禾”之上，其逻辑是：没有“和土”，便无“嘉禾”；没有“嘉禾”，便没有

“中和”；没有“中和”，便没有“人和”；没有“人和”，遑论“和谐”。 

众所周知，农作生产离不开水。对农业而言，哪怕是“旱作”，也是针对“水”而言的——相对水少。故，“水利”由是成

了“社稷”之重要保障。德国学者魏特夫甚至认为中国封建专制与水利存在着逻辑关联。
［9］（P87）

稻作于南方的一个重要条件依据

是“水”，故人们称之为“水稻”，乃“种谷”需水。 

综上，我们加深体察和了解了为什么中国历来以“社稷”作为国家（家国）的之称。也因为此，从古至今，帝王和政治领

袖都要亲自祈谷，或躬耕，或亲临稻田。中国许多地方还保存着古代天子祈谷（于上苍）或躬耕（帝籍传统土地）的建筑，如

南宋的八卦田，北京明清宫殿建筑中的左祖（祖庙）、右社（社稷坛），天坛的祈年殿，地坛的方泽坛，以及先农坛的观耕台等，

皆表明以农为政的“社稷”之重。
［10］（P40）

 

概言之，中国的农耕文明素以天地人“三才”为观照，嘉禾既与“中和”互表，又与“社稷”相衬。 

二、嘉和与故土 

水稻作为农作物，起源于中国，这是世界公认的结论。
［11］（P7）

1992 年，中美两国的农业科学家在江西调研，“美方于 1996 及

1998 年已发表两次报告， 证实长江中游是世界栽培稻及稻作农业的摇篮，江西万年仙人洞等遗址的居民距今一万六千年前已以

采集的野生稻为主要粮食，至晚距今九千年前被动定居的稻作农业业已开始”
［12］（P1）

。对于中美联合调查组的材料，学者们在使

用时似乎有不同的说法。百度的“水稻”条目载：稻的栽培历史可追溯到约公元前 12000—16000 年前的中国湖南。在 1993 年， 

中美联合考古队在道县玉蟾岩发现了世界最早的古栽培稻，12320±1200—14810±230 年。
［13］

笔者倾向于认为，水稻栽植的发源

与行政区划之属地不契合。关于中国稻作的起源，特别是栽培稻的本土起源，农史专家告诉我们：江西是最具说服力的地方之

一。
［4］（P275）

 

无论是作为水稻的发源地，还是在水稻的品种种类，抑或是水稻的推广与传播方面，江西在历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就江西区域而言，万年吊桶环遗址和仙人洞遗址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早期遗址之一，其制陶技术和水稻栽培是

已知世界最早或最早者之一。这似乎表明，在农业社会的初始阶段，包括江西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并非后来者，而是较为先

进的区域。
［14］

而且江西的水稻品种也曾对南方的许多省区产生重要影响。江西的水稻品种，在明清时期除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

色，还对周边省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湖南、广东、贵州、四川、河南等，都有“江西早”

这一水稻品种。
［4］（代自序，P6）

 

当然，江西水稻栽培和种植的种类、发明、更新等也呈现出多种样态，有些甚至具有创新性“品牌”价值，在历史上具有

引领作用。明代江西奉新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了吉安地区一种特殊的稻豆轮作方法：“江西吉郡种法甚妙，其刈稻竟

不耕垦，每禾稿头中拈豆三四粒，以指扱之。其稿凝露水以滋豆，豆性充发，复浸烂稿根以滋。已生苗之后，遇无雨亢干，则

汲水一升灌之。一灌之后，再耨之余，收获甚多。”这种点豆方法一直流行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4］（代自序，P1）

 

中国的南方雨水充沛，但地形复杂，水稻的灌溉方式也形成了极具特色，特别是因地制宜的方式。水利灌溉，包括水利工

程，灌溉的用具，特别是用于农业灌溉的农具，灌溉的作业方式等都值得一表。比如清代关中农学家扬屾所编著的《知本提纲》

关于灌井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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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最多，惟井之养人，其功无穷。盖井养宜于平地，易成区畦。凡深至六丈者，皆可引灌。其法：深井俱宜长开，一梁

可安辘轳四、五副，日能灌地一亩四、五分。若至三、四丈者，可作水车，日可灌地二、三亩。愈浅所灌愈多，或灌禾，或灌

蔬。自能力致胜于旱田十倍。
［15］（P53）

 

说江西是水稻的一个发源地， 有一个重要的文化依据： 江西在历史上对农耕文明的这一物种——“稻禾”的观察、记录、

研究整体上处于领先的地位。比如历史上的庐陵地区历来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稻米之乡。
［4］（序，P7）

以庐陵地区的泰和为

例，其以“地产嘉禾，和气所生”而得名，东汉末年建县。据光绪《江西通志》载：西晋太康五年（284）秋，“七月，豫章嘉

禾生”；同书还载：“禾山，在泰和县西北五十里，唐时尝生嘉禾，故名”。
［4］（P297）

换言之，“泰和”就是因“嘉禾”而生的地方。

“嘉禾”的种植地，自然有其独特的土地原因。吉泰平原为赣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河谷冲积平原，整个平原地表松散，沉积

物巨厚，地势平坦。吉泰平原四周有群山环抱，平原内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降雨充沛，河网纵横，因而农业和养殖业发达，

宋代已为赣中粮仓、鱼米之乡。 

作为稻作文明的重要源始地，中国第一部水稻专书《禾谱》也是泰和人完成的。《禾谱》共五卷，作者是北宋时期的泰和人

曾安止。曾安止（1047—1098），字移忠，号屠龙翁，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时年 29 岁
①
，曾任彭泽县令。元祐五年（1090），

其父曾肃去世，后曾安止也“以目疾而退”。退仕后，从事调查和著述，因有感于当时士大夫只为花木著谱，而稻未有谱，遂“周

爰咨访，不自倦逸”，写成《禾谱》。成书约在元祐五年至绍圣元年（1090—1094），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水稻品种志。 

《禾谱》第一部分对水稻的“总名”、“复名”、“散名”作了论辨，清晰地指出古今水稻名实之间的联系与差别。特别是作

者能对古今水稻的异名进行辨析，比较古今水稻品种之间生物学特性的差异。在记载水稻品种时，该书也并非简单地记录名称，

而是对水稻的生育期、外形、原产地等均有记载，现存《禾谱》载有籼粳稻 21 个（其中早稻 13 个、晚稻 8个），糯稻 25 个（其

中早糯 11 个、晚糯 14 个）共 46 个，加上被删削的，共有 56 个。《禾谱》所记稻品，以泰和地区为主，又并非泰和一地所专有。

现存《禾谱》中有 8个品种分别见于南宋 8种方志。《禾谱》所记稻品，还反映宋代水稻品种资源发展的历史。如当时泰和传入

占城稻才四五十年，已有早占禾、晚占禾之分，反映出占城稻在江西传播的情况。《禾谱》所记泰和水稻品种资源数量之多， 说

明赣江流域是宋代重要水稻产区。《禾谱》对研究中国水稻栽培历史以及宋代粮食生产有重要意义。
［16］

 

元代王祯在撰写《农书》的过程中，深受《禾谱》和《农器谱》
②
的影响。曾雄生在《中国稻史研究》中有这样的记述： 

王祯完成《农书》（时间当为 1295—1298 年）后，到江西永丰任职（时间当为 1300—1304 年）。永丰隶属江西吉安，即传

统的庐陵地区。成书之后，王祯本想用活字嵌印，得知江西官方已决定刊印而作罢。据《元帝刻行王祯农书诏书抄白》所示，

江西官方决定刊行《王祯农书》获得批准，时间是在大德八年（1304），当时王祯在永丰任上。《元诗小传》记载：“王祯，字伯

善，东平人，大德四年知永丰县事，以课农兴学为务……著有《农器图谱》《农桑通诀》诸书，尝刊于卢（庐）陵（今江西吉安）

云。”又据康熙《永丰县志·贤牧传》，王祯“著有农书，刻于庐陵”。因此，江西最早刻印农书的地方大概是在庐陵，而庐陵正

是曾氏农书作者的故乡。
［4］（P149-150） 

概而言之，南方有嘉禾；禾谷之繁衍，江西自古为先——不独于水稻之起源，不独于《禾谱》之奇书，而是鱼米之乡的典

范。 

三、耕读与传家 

中国既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又是礼教社会，强调耕读文化便自然而然,并由此演化成为最为普遍的耕读传统。在此，“耕”

不只是下田耕作，泛指农耕基础上的所有生产活动，如渔、樵、采、集、殖、织等。“读”亦非简单的读书，泛指有关道德礼义、

教化伦理的全部内容，如教育、科举、孝悌、祭祀、红白喜事等。“耕读”与其说是具体行为，不如说是文明价值。换言之，在

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催生出耕读传家的伦理模范，而农业的兴盛与耕读的繁荣相辅相成，互为言表。其中似乎潜匿着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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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线索：农业发展健康稳定，读书传家的世风就昌盛。 

作为农耕文明，单是“耕”就不简单。“耕”者，文字分类为“田族”；由“耒”（农具）与“井（田）”组合而成。
［17］（P977）

《说

文解字》释：“耕，犂也。从耒，井声。一曰古者井田。”其实“井田”大致有两种意义：一，历史上所说的“井田制”；二，古

代村社和家乡的泛称。对于前者，学界有不同看法：“中国古代有无井田确切性质，至今是纷挐难决的问题，自从《孟子》提起

井田制度的构想以后，学者一直在努力弥缝各种相互抵触的叙述。”
［18］（P123）

这也反映在对“耕”的阐释上，日本学者白川静认为

“耕”的正字为“畷”，而学术界认为“耕”等于“耒”加“井田”的假设未能得到证实。由于缺乏古代原始字形资料，目前无

法确知“耕”与“畷”的构成原委。
［19］（P138）

“耕”字在甲骨文中未见，从目前的文字资料看，始见于篆文。不过，无论“耕”的

最原始的本义是什么意思，都不妨碍对这一个字的意会语义：耕作、耕种、耕田。从其造字字形看，已经进入牛耕的时代，即

农耕文明已经进入到了用牛替代人耕于木耒的时代。更有甚者，“耕”的耒犁形象与天象之大辰星有关，指喻“农详”。
［20］（P282-284）

 

耕读应该包含哪些基因和内容？公元 2世纪时崔寔所编撰的《四民月令》
③
残篇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古代“耕读”雏形的参

本。内容大致分为八类：一，教育祭祀和社交活动；二，不同时令的农活；三，关于蚕桑、衣服裁制、洗染、缝补等；四，饮

食制作、酿造和食物储存；五，房舍修建和水利建设；六，野生植物，特别是草药的采集；七，家什的保养维护；八，诸如卫

生用品等杂项什物的买卖。这种自耕农的小规模经济能保证“自给自足”的生活。
［6］（P65）

当然，在这个“耕读”的版本中，还没

有明显地掺入由科举制度所制定的“读”的范式和内容。众所周知，汉武帝时才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先是在朝廷里面以儒家为独尊，进而逐渐向民间扩展。《四民月令》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耕读的“原始版本”。 

既然耕读一体，说明二者相互证明。所以，中国古代某个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二者并荣者方可言表。江西在古代历

史上的一个长时段里不啻为范。以吉安所代表的庐陵文化便可为例。唐宋以来，庐陵地区，耕读繁荣，人文荟萃，以“三千进

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堆花香”而著称于世。吉安府不但考取天下第一多的进士和数量众多的状元，而且在明代建文二年（1400）

庚辰科和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中鼎甲 3 人均为吉安人，这种现象在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吉安甚至有“一门九进士，父

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的说法。庐陵属地泰和更是

因“地产嘉禾，和气所生”而得名，清光绪五年刊本《泰和县志》引清同治十一年高廷桢序称：“泰和为声名文物之邦，忠义孝

友之邑。山川挺秀，甲第云连。溯自宋、元，迄明以来，英贤崛起，勋业昭垂；经济文章，卓著千古。”仅据清光绪元年《吉安

府志》卷二十一《选举志》统计，明洪武四年(1371)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的 104 年间，泰和共出进士 213 人；贡生更多，明

代达 625 人，清代也有 200 人。 

耕读传统的景观，尤其是“读”，必然反映在教育方面。仍以泰和为例，据清光绪元年《吉安府志》卷十七《学校志·泰和

学校》记载，泰和县历史上有相当完善的学校体制，包括州学、县学、乡学、村学。作为一县最高学府的县学规模宏大，建置

完整，内有道义门、攀桂楼(建于宋代)、增斋堂(建于元代)、明德堂、尊金阁、棂星门、明伦堂(建于清代)等建筑，并且修建

频繁。据府志统计，泰和县学宋代为六建四修，元代一建一修，明代二建十修，清代二十修。完善和正规的学校系统，使得泰

和县历史上文风极盛。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里，宗族起着社会管理的重要作用，对乡村教育更是如此，几乎每个乡村都有宗族祠堂和宗族运作管理

体制。在宗法制的传统农村里“耕读传家”是人们根深蒂固的生活理想。宗族教育是宗族事务的一件大事，每个宗族都期望自

己的族人有读书人，能出个秀才、举人或者状元，所以私塾、学堂、书院在乡村是很普遍的。“耕为本务，读可荣身”，“读而废

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等家训教化都反映了古代耕读文化在乡村的兴盛，也反映了耕读之家的文化传统与传家

寄托。耕是衣食来源，是仰侍父母、俯畜妻子的立足之本；读是入仕之阶，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经之路。教化民

风，“百艺莫如耕读好，千金难买子孙贤”。有些古村落中的书院、义塾、读书楼、文昌阁、进士碑等设施都是村中学龄儿童接

受教育的地方，是耕读之读的主要场所之一。 

概而言之，“耕读”作为中华文明之基本照像，反映了中国自古而来所形成的传统。江西作为耕读传家发达与繁荣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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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是这一传统的缩影。 

四、小结 

南方有嘉禾，这不是简单的诗文赞美。中国南方作为稻作起源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考古发掘。20 世纪 70 年代，浙江余

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把中国稻作的起源一下推到了 7000 年前。至 21 世纪，考古又有了新的发现，特别是在长江流域。从现

在的考古材料看，中国稻作的起源已经突破了万年前。
④
对于农业社会而言，农作物的栽培、推广、发展、创新等，必然会带动

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嘉禾之诉”与“耕读之说”遂成逻辑。 

耕读传统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基因”，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应对和适应新形势变化的机制，恰恰相反，耕读传统既然能够延

续数千年，说明这一传统具有承受大量和多样变迁的可能性。面对今日之形势，耕读传统中的许多因子都将产生变化和变革，

如何继续发挥其“自变量”的可能性，比如农业的产业化，城乡的一体化，乡村城市化等，都将面临挑战。任何历史都是“继

承的创新”，任何文明都是“传统的发明”。中国正在进行乡村振兴战略，继承、发扬、创新耕读传统之机理，是保证这一战略

顺利推展的重要依据。 

注释: 

①有的文献记载曾氏 28 岁考取进士。 

②《农器谱》由曾安止的侄孙曾之谨撰写完成，农史上称“二谱”为《曾氏农书》。 

③“四民”指士子、农民、手工艺者和商人，参见（美）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早期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等译，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1 页）。 

④斐安平《长江流域稻作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曾雄生《中国稻史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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